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

———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包 刚 升

内容提要: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
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这种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
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
高，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实际上，族
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这
里的悖论在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的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导致了文化多元主

义的兴起，但如果部分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部分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国家形成政

治认同，不能对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过来削弱西方

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
民、边境、族群、宗教等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
主义的立场。
关键词:族群 宗教 文化多元主义 民主 同化

随着英国选择脱欧、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法国右翼领导人玛丽
娜·勒庞( Marine Le Pen) 的崛起，以及新选择党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三大政党，西方世界似乎已经
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这种政治新现实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口
趋势变化导致的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
历史地看，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在包容不同文化、同化移民以及以制度化方式处理政治分歧

方面拥有优势。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外来移民族群与宗教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
中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即国家需要恪

守“政治正确”原则与移民群体伸张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对称结构。在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驱动
的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如果西方国家及其现有的政治秩序无法得到国内少数族群宗教群体

和移民的政治认同，那么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政体就会被削弱。所以，西方国家能否在政治上
同化异质性较高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方的政治前景。如果沿袭 20 世
纪 60 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会加剧。本
文认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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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外政策①。
总之，本文希望为理解当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特别是为理解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

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剖析西方政治的新
现实及其直接原因，第二部分解读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崛起导致的政治问题，第三部分探讨族群宗

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难题，第四部分主要分析西方世界可能的战略选项与

政策选择，第五部分则是全文的简要总结。

一、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及其直接成因

跟此前的总统大选相比，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现实是左、右选民政治分歧程度的提高。
在左翼，跟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ton ) 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已经非常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过去，人们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②，如今这
一例外可能已经消失。在右翼，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右翼政治新人特朗普并不站在共和党的传统
立场，他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率和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同时，还主张要退出区域自由
贸易协定、控制移民规模、修筑美墨边境高墙以及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居民入境等。这些政纲意
味着，特朗普在右翼立场上比主流共和党人走得更远。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 Pew) 研究
中心的民调，从 1994 年、2004 年到 2017 年，美国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在主要政治经济议题
上的意识形态分歧，都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③。
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政治新现实。英国政治的新现象是脱欧派在 2016 年 6 月的公

投中胜出以及如今保守党坚定的脱欧立场。在 2017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年仅 39 岁的政治
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带领他的新政党“法国前进!”( La Ｒépublique En
Marche! ) ，一举赢得总统与国会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National Front) 领导人勒庞也异
军突起，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全部选票的 1 /3。而法国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共和党与
社会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仅拿下 577 个议席中的 136 个和 45 个。这意味着法国政党体
制已经发生重构。在 2017 年的德国大选中，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 领导
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了 709 个议席中的 200 个议席; 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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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讨论涉及到两组重要概念，需要做一简要说明。第一组概念是文化多元主义( cultural pluralism) 与多元文化主
义( multiculturalism) 。在非学术文献中，这两个概念是经常被混用的，但学术文献往往需要对这两者作出区分。文化
多元主义，通常是指存在主导文化的基础上，强调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尊重以及不同文化的共存现象。而没有主导文化
的“文化多元主义”，被称为多元文化主义，后者更不认同所谓主导文化，以及强调不同文化的多元平等地位。参见:
Jane Barnes Mack，“Cultural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E Pluribus Unum or Ex Uno Plura?”Hitotsubashi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Vol. 26，No. 2，1994. 本文的主题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尚属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范畴，但如果从文化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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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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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族群宗教多样性，是指一个社会中人口族群宗教多样化的结构与比例，更多是指一项客观的人口数量指标; 而族

群宗教多元主义，等同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中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呈现的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异质

性程度或政治分化程度。后者不唯独受到前者———即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多是指
一项主观的政治态度或观念分化的指标。
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Pew Ｒesearch Center，“The Partisan Divide on Political Values Grows Even Wider”，http: / /www. people-press. org /2017 /10 /
05 / the-partisan-divide-on-political-values-grows-even-wider /，2017 年 12 月 24 日。



(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却实现了异军突起，一举拿下 12. 6%的选票和 94 个议席，成为国会
下院第三大政党。
简而言之，如今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呈现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选民政治分歧程度进

一步提高，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加剧; 第二，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强化，法国国民阵线

和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快速崛起; 第三，部分主要国家的传统政党出现了衰落，政党体

制面临重构的压力。
那么，西方何以呈现这样的政治新现实呢? 总体上，这里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 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导致了欧美社会内部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分化、经济不
平等的提高以及阶级分歧的上升①; 二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人

口结构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两者相比，人口结构因素更为重要，其政治影响也更为深
远，给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更大。
过去，人口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市场营销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中国的政

治学界通常并不重视这一因素。实际上，不同的人口结构就是不同的选民结构、不同的政治力量
结构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在美国，欧洲白人族裔—

基督教人口比重的下降和少数族群宗教人口比重的上升，是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按
照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欧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经从 1960 年的 85% 下降至 2005 年 67%，
2050 年将会降至 47%，届时将不足美国总人口的半数。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人
口已经从 1960 年的 3. 5% 增加至 2005 年的 14%，2050 年将增至 29%，几近总人口的三
成②。
众所周知，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也被称为各族裔群体的“大熔炉”。尽管如

此，到 20 世纪初为止，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即以白人族裔基督徒移民为主。但是，20 世纪
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移民的数量与
比重急剧下降，而来自拉丁美洲与亚洲的移民大幅增加。尽管美国历史上采取过或松或紧的移
民政策，甚至采取过针对特定族裔移民的限制政策或配额政策，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为止，由于
受到国际政治气候———冷战体系和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标杆的需要———和国内政治气氛———黑人
民权运动和左翼平权思潮的兴起———的影响，要求采用更为宽松的移民政策的呼声不断高涨。
1965 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得以通过，标志着美国根据国家与族裔来源决定移民配额政策的
废除，美国移民政策迎来了非常宽松的时期③。
正是因为新移民法的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国际移民模式的改变，美国移民人口的族

群宗教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 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占 84%，来自
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移民仅占 16% ; 2000 年，欧洲与加拿大移民仅占 19%，而来自墨西哥、其他拉
丁美洲国家以及南亚、东亚的移民分别占到 29%、22%和 23% ; 到了 2015 年，欧洲与加拿大移民
仅占 14%，而来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东亚的移民分别占到 27%、24%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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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美国人口结构中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和亚洲族裔人口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①。尽管如今的
美国跟历史上的美国同样都是移民接收国，但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美国移民的族裔与宗教背景
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②。
在欧洲，最近几十年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是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和伊斯兰化的

加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2016 年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约为 4. 9%。其中，法
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分别达到 8. 8%、6. 1%和 6. 3%，人口总量分别为 572 万、495
万和 413 万。该研究还基于不同情形评估了 21 世纪中叶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数量与比重。在欧
盟维持高度移民政策的条件下，2050 年欧洲穆斯林将占欧洲总人口的 14. 0%，而德国、英国和法
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高达 19. 7%、17. 2%和 18. 0%③。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的生育率是不同的。按照目前的统计，整个欧洲的

非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 1. 6，即每个家庭平均生育 1. 6 个孩子，而欧洲穆斯林族裔
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 2. 1④。这也加速了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提高。
总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人口结构正在从欧洲白人族裔的基

督教人口主导，转型为人口族群宗教结构的多样化，人口结构的异质性程度大幅提高。那么，为
什么这种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在最近一些年当中产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响呢? 这里有两层主

要逻辑: 第一，人口结构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如今美国欧
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经下降至 2 /3，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达到 5%，这些数据或许已经构成
重要的“临界点”。第二，2007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最近几年西方国家有宗教
背景的恐怖主义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 2015 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都成了最近几年跟族群宗
教有关的政治议题快速升温的催化因素。

二、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崛起的政治后果

西方国家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引发了国内社会政治分歧的上升，而这又会导致潜在

政治冲突的增加。具体而言，这里包括了三种互相关联的机制。
第一，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移民群体跟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截至 2016

年，美国有超过 5000 万西班牙语族裔的人口是源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有理由相
信，这些西班牙语族裔移民的民主价值观，跟原先生活在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的民主

价值观存在着显著差异。有研究认为，拉丁美洲地区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并不稳固，相当比例的公
民仍然持有威权主义或半民主的价值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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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移民数据，参见: Gustavo López and Jynnah Ｒadford，“Facts on U. S. Immigrants，2015”，May 3，2017，htt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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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on to American Immigration，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 58 ～ 76。
皮尤研究中心 2017 年关于欧洲穆斯林人口的一项新研究: Pew Ｒesearch Center，“Europe's Growing Muslim Population”，
Nov. 29，2017，http: / /www. pewforum. org /2017 /11 /29 /europes-growing-muslim-population /，2017 年 12 月 24 日。
关于欧洲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人口的出生率差异，参见: Pew Ｒesearch Center，“The Changing Global Ｒeligious Landscape”，
Apr. 5，2017，http: / /www. pewforum. org /2017 /04 /05 / the-changing-global-religious-landscape /，2017 年 12 月 24 日。
一部专门研究拉丁美洲国家公民政治观点的作品，就在前三章讨论了拉丁美洲民众在民主概念认知、左右意识形态、
信任度等方面跟北美、西欧国家的系统性差异，参见: Ｒoderic Ai Camp，eds. ，Citizen Views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1。



再比如，在民主价值观方面，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大大不同于原先白人族裔基督教群

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3 年对全球穆斯林的民调，在关于是否支持沙利亚法( 伊斯兰教律
法与法律) 成为官方法律这一问题上，在埃及、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均有超过 7
成的穆斯林表示支持，即他们希望建立伊斯兰教律法对国家的统治①。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
调，尽管不是限制在欧洲穆斯林人口上，但对我们理解穆斯林人口的政治信念与民主价值观是一

个重要参考。
第二，移民群体基于族群、宗教、国家的政治认同，跟西方原先主流群体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这同样可能对西方民主政体构成压力。不少研究揭示，跟拉丁美洲与亚洲移民相比，欧洲移民对
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程度普遍很高。另外，如今的移民规模更为庞大，他们更容
易形成一个个聚居区，这样就更难被同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在《我
们是谁?》( Who Are We?) 一书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西班牙语族裔的移民对美国是
否真的有国家认同②?

欧洲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国家认同度就显著低于白人
基督教人口，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甚至都高于国家认同。比如，英国、德国、法国的穆斯林
人口分别有 81%、66%和 46%的比例首先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而首先认为自己是本国公民的比
例分别仅为 7%、13%和 42%，都低于前者③。
第三，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本身———无论这种异质性是否跟民主

价值观或政治认同有关———同样会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压力。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一
个国家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可能被削弱。美国政治学者
罗伯特·达尔( Ｒobert Dhal) 认为，基于宗教、语言、种族、族裔集团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对自由民
主政体存有负面影响，甚至“多元亚文化的压力相当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实行竞争性政治体
制”④。美国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 Jack Snyder) 指出，在一个多族群社会的民主政治运作中，
政治精英很可能选择将族群因素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从而更有可能激发族群之间的政治暴

力⑤。美国政治社会学者罗伯特·帕特南( Ｒobert D. Putnam) 的研究发现，族群—宗教多样化
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就越低。而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不利于民主政体的维系、稳定与
绩效⑥。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性究竟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政治分歧，或者是否会引

发严重的政治冲突，还取决于三个层次的不同因素: 少数族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少数族群与

多数族群在发展程度、政治观念与宗教传统上的差异性，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政治上被同化
( assimilated) 程度。当然，移民或少数族群的政治同化，是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问题。美国学
者米尔顿·M．戈登( Milton M. Gordon) 早在 1965 年就系统讨论过美国生活中的同化问题以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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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关于全球穆斯林的一项民调，参见: Pew Ｒesearch Center，“The World's Muslims: Ｒ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Apr. 30，
2013，http: / /www. pewforum. org /2013 /04 /30 / the-worlds-muslims-religion-politics-society-overview /，2017年 12月 24日。
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 4 页，新华出版社，2017 年。这部译著的旧版题为《我
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书名翻译更为准确。
Pew Ｒesearch Center，Muslims in Europe: Economic Worries Top Concerns about Ｒeligious and Cultural Identity，13 － 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Jul. 6，2006，http: / /www. pewglobal. org / files /pdf /254. pdf，2017 年 12 月 24 日。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 参与和反对》，第 118 ～ 137 页，商务印书馆，2003 年。
杰克·斯奈德，《从投票到暴力: 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
Ｒobert D. Putnam，“E Pluribus Unum: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2006 Johan Skytte Prize
Lecture”，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Vol. 30，No. 2( Jun. 2007) ，pp. 137 ～ 174.



种不同路径的利弊，即基于盎格鲁文化的同化、大熔炉意义上的同化以及文化多元主义①。实际
上，西方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某种移民归化( 亦即同化) 入籍的政策，其理论基础就在

于同化移民的考虑，其中隐含的政治假设在于，如果移民群体长期跟主导族群之间保持巨大的差

异性，就不利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维系。

三、自由民主政体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结构性困境

面对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某种结构性困境。这里首先要理
解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在应对这一问题上的不同②。对一个威权政体来说，具有不同族群宗
教背景的大量移民进入之后，它可能挑战的主要是威权政体的统治能力。在威权政体下，移
民群体无法获得正式的政治参与途径，其可能的政治表达来自于政治反抗。但是，对威权政
体来说，只要它的统治能力能够有效压制移民群体可能的政治反抗，这种政体就能毫无困难

地维系其原有的统治方式。因此，移民群体的进入，通常不会改变威权政体的基本政治运作
方式。
但是，对民主政体来说，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进入，所导致的是完全不同的政

治情境。通常来说，移民一旦获得公民身份，他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政治参与、政治动员和政
治竞争，甚至可以发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旦移民群体进入一个民主政体，他们不仅仅是
需要遵守本国法律的公民，而且还是民主政体下主权者的一部分。随着这部分新的“主权
者”的到来，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重塑民主政体下政治规则、政治观念与公共政策的新力量。
从结构上看，民主政体本身的品质与运作，就取决于组成该民主政体的公民团体的性质。大
规模移民的进入，会改变组成民主政体的公民团体本身，因而也会影响民主政体的实际运作。
所以，跟威权政体不同的是，民主政体在接收和吸纳大规模移民时，移民群体反过来会影响民

主政体本身。
当然，从制度设计来看，自由民主政体本身是一种制度弹性很大的政体形式，在包容社会多

样性方面有着相当的优势。具体而言，在集体规则方面，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民主原则，这既
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又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集体决策规则。在个人规则方面，自由民主政体秉承自
由原则，这一方面更符合人人自由平等的权利原则，另一方面又更能鼓励个人主动性和首创性，

更可能创造出经济繁荣的局面。就不同国家的合作与国际秩序而言，自由民主政体更接近于某
种形式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 。它有着极强的扩展能
力，并能塑造可扩散的意识形态与全球秩序③。正是基于这些具体的机制，从 19 世纪到 20 世
纪，经由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与全球化的扩展，源自西欧的这种自由民主政体模式，既在经济、科
技与文化方面创造了非凡成就，又展现出相当高的包容社会多样性的能力，还逐步在 20 世纪中
叶塑造了一整套基本上互为有利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
但是，自由民主政体对多样性的包容不是无限的。当它面对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上差异性

极大的移民群体涌入时，这种政体也可能束手无策。关键问题在于，当遭遇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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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M.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译林出版社，2015 年版。
关于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的主要差异，参见: 胡安·林茨、阿尔弗雷德·斯泰潘: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南欧、南美
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 40 ～ 58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F. 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 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度提高之后，西方民主政体面临着政治上的几种不对称结构。
第一种不对称结构，可以称之为不对称的自由原则。这里的不对称是: 自由民主政体需要尊

重包括移民在内的每一个人的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及言论自由等，这是一种普遍
自由规则; 但移民一旦成为合法公民，他们不仅拥有全部的自由权利，而且拥有了反对普遍自由

规则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就此进行政治抗争。
第二种不对称结构，可以称之为不对称的民主规则。这里的不对称是，自由民主政体需要尊

重所有民众( 包括移民群体在内) 的政治参与权利，并且需要借助自由协商与多数规则来决定公

共事务，但来自欧洲以外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更有可能缺乏政治认同，民主规则意识淡薄，甚至

以政治抗争来反对既有的自由权利与民主规则。
第三种不对称结构，是由上述两种不对称原则导致的不对称的权力与权利结构。这里的不

对称结构是，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国家需要按照政治规范来运作权力，需要遵守民主宪法与规则意

识，甚至也需要守卫已然形成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原则，但拥有公民身份与自由
权利的移民和移民群体，并不一定会尊重宪法与基本规则，并不一定会信奉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

观，甚至还拥有成为“不忠诚的反对派”( disloyal opposition) 的权利———而即便他们成为自由民
主政体“不忠诚的反对派”，他们的自由权利仍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这就导致了自由民主国
家与移民群体之间的不对称的权力与权利结构，参见图 1。

图 1 自由民主政体下的不对称结构:国家与移民

在这种不对称的结构中，移民问题所隐含的政治契约是一个关键点。按理说，移民接收
国与移民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隐含的政治契约。如果不是基于这种政治契约，要么一个移民
接收国不会大规模地接受移民，要么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就会给接收国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个隐含的政治契约应该包括两个对等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西方世界的接收国应该按照现

有宪法之下的基本政治原则来善待每一个合法移民，包括赋予移民以公民身份，使其享有与

接收国公民无差别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换言之，移民并非古代世界的奴隶或现代世界
的二等公民; 另一方面，移民亦需要承担其相应的政治义务，包括遵守接收国的宪法，尊重接

收国的政治秩序，服从该国法律，遵从该国惯例，以及接受对接收国的国家认同与政治认同，

参见图 2。
但问题是，这一隐含的移民政治契约，同样是一种不对称结构。西方的移民接收国面对的是

硬约束，而移民与移民群体面对的却是软约束。只要移民作为个体没有涉嫌犯罪或严重违法，他
们是无法被追究违反“移民契约”的法律责任的。移民政治契约中要求移民与移民群体做到的
遵守宪法、服从法律和接受政治认同等政治义务，都是难以操作的。其实，此处提出的“移民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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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移民隐含的政治契约

含的政治契约”，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比如，美国就要求正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的新移民在移民官面前做一个“效忠美国”的法律宣誓。但是，这个法律宣誓或法律义务，同样
是难以执行的。
而使这种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 cultural pluralism)

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流行。当然，一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本身就具有多元主义色彩。一方
面，自由民主政体应该具有包容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多样性甚至还强化了自由

民主政体本身的力量，增加其弹性与扩展能力。这是传统意义上自由多元主义的基本观点①。
但是，这种自由多元主义没有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自由民主政体对各种类型多样性的包容是否

存在限度? 第二，这种自由多元主义的结果，究竟是主流文化基于自由民主原则对其他文化的同

化与吸收，还是维系各种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实际上，对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20 世纪中叶之前的主流观点是同化论。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文化多元主义逐渐兴起，特别是随着左翼平权运动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甚至一度成为欧

美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然而，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国家又开始质疑和反思文化多元主
义②。这样，同化论者与文化多元主义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
这一争论的前提假设是: 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是否依赖于具有某种特定政

治传统或文化的公民团体构成? 尽管自由民主思想如今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意识形态，但

自由民主政体首先诞生于西欧和北美，随后再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地看，自由民主政体不
过是人类政治进化的特例，而非常态。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Tocqueville) 以来，包括塞缪尔·
亨廷顿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其公民团体的民主

价值观与规则意识，乃至宗教传统③。实际上，欧美政治文明的演进，接续的是从古希腊到古罗
马的古典文明传统，而后又经历了基督教传统的浸润滋养，并经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再经历工
业革命和现代性转型，始有后来的局面。这种理论认为，欧美政治文明是特殊的，是在特定社会
背景、政治观念及公民团体构成基础上产生的，有着相当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按照这种逻辑，西
方世界要想维系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明，就需要守卫其文化的独特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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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A. 盖尔斯敦:《自由多元主义》，第 15 ～ 87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比如，克里斯汀娜·乔普克认为，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在西方国家撤退，参见: Christian Joppke，“The
Ｒetreat of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Liberal State: Theory and Polic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55，No. 2，2004。
比如，托克维尔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强调了对于维系美国民主共和政体来说，“法制重于地理”，而“民情又
重于法制”，参见: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 320 ～ 367 页，商务印书馆，1989 年。还可参见: 塞缪尔·亨廷顿、劳
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第 1 ～ 24 页，新华出版社，2002 年版。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如果盎格鲁—新教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信念走向衰落的话，美国就会走向衰落。参见: 塞缪
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 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



然而，这种西方世界较为保守的历史叙事，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快速衰落了，甚至变成了一种

政治不正确的表述。按照文化多元主义观点，即便在西方社会内部，西方自身历史上形成的政治
经济文明模式也只不过是诸种不同文明模式中的一种。而不同文明模式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之
分，只是存在差异。换言之，不同的文明、宗教传统、政治观念和价值观之间不过是平行关系，或
者说是一种多元的平等关系。
这样，正是自由民主政体下自由原则和平等观念发展到极致，导致了 20 世纪晚期相对主义

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即强调所有不同个体、所有不同群体、所有不同宗教传统与文化观念的
平等性和多元性。这就在无形中导致了西方原先主流价值观念的削弱。其实，这是西方政治文
明进化的悖论: 西方政治文明越发达，自由原则和平等观念越是发展到极致，一种无限包容的多

元主义成为政治正确原则之后，在一个复杂的真实世界中，这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政治文明反而

削弱了对抗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其他政治模式的力量。用通俗的话来说，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到如
今的高级阶段，反而走向了“自费武功”。
而在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 Lawrence E. Harrison) 看来，尽管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

主义大行其道，道德相对主义广泛流行，但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非常脆弱。总体上，文化相对主
义主张，没有一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或更坏———只是不同而已。由此推论出，西方社会内部的
主流文化和各种少数族裔文化都只是平等多元的关系。哈里森认为，如果从人类学或文化研究
视角来看，当然应该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是，如果要评估何种文化有助于一个社会的
经济繁荣、民主治理和社会公正，那么，文化多元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就成了巨大的绊脚石。显
然，有些文化根本无助于促进经济繁荣、民主治理与社会公正这些人类的共同目标①。
因此，一种较为保守的见解认为，对于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某种程度的同化是必需的。

一般认为，同化是指一个群体( 通常是少数族群) 获得了其他群体( 通常是主导族群) “的记忆、情
感以及态度，并且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与他们一起被整合进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②。
更具体地说，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社会的同化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
同化，一种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同化。前者更强调少数族群接受原先主导族群的宪法体制、政
治秩序、法律规范以及产生基本的政治认同等，由此实现在政治—法律意义上对主流社会的融
入; 后者更强调少数族群接受原先主导族群的主流文化、情感记忆、心理倾向以及宗教传统等，由
此实现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对主流社会的融入③。而实际上，少数族群宗教群体起码需要在政
治—法律意义上被同化，能够在政治规则与政治秩序意义上融入主流文化，才能维系国家这个共
同体在政治上的良性运转。

四、西方世界的战略选择:外部政策与内部政策

那么，西方国家会如何应对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呢? 其实，在历史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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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rence E. Harrison，Jews，Confucians，and Protestants: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nd of Multiculturalism，Boulder: Ｒ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2，pp. 1 ～ 32.
米尔顿·M.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第 54 ～ 75 页，译林出版社，2015 年版。
米尔顿·戈登很早就区分了“文化或行为的同化”与“结构的同化”之间的差异，本文所指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同化对
应的是结构的同化，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同化对应的是文化或行为的同化，参见: 米尔顿·M.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
化》，第 54 ～ 75 页。关于同化概念的讨论，参见: Michael Ｒ. Olneck，“Assimila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in
Ｒeed Ueda，eds.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Immigration，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p. 202 ～
224.



方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美国过去一直被称为“大熔炉”，意指具有不同
族群宗教背景的移民抵达美国以后，基本上都能融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成为美国社

会的一分子，并能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尽管如此，这个大熔炉实际上是有条件
的，那就是最初的定居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新教移民，后来则主要是来自西欧白人族裔的基督教

移民，再后来才是来自东欧白人族裔移民。美国的这种移民来源结构一直维持到了 19 世纪末。
19 世纪晚期，美国移民政治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华裔劳工增加引起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反弹，
最终导致 1882 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但排华法案的
出现本身却有着特定的政治逻辑。该项法案的提出原因，是有议员认为华人劳工很难被同化，而
这对美国社会来说可能是一个威胁。所以，有议员主张: “门必须被关上。”跟今天相比，那个时
代的美国政治家和立法者要现实主义得多，也更少讲究后来意义上的政治正确。1882 年以后，
尽管美国移民政策经历过或松或紧的不同时期，但直到 1965 年新的移民法案被通过之前，他们
一度长期实施族裔或国籍来源地配额制政策，即根据当时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构成来决定相应

族裔或国籍来源地的移民配额数量①。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移民政策更保守主义、更现实主
义、更民族主义，也不讲究后来的“政治正确”原则。
法国政治社会学者米歇尔·韦耶维欧卡( Michel Wieviorka) 研究了近现代欧洲多族群国家

进行国家构建和政治整合的经验后认为，它们主要借助三个途径进行了成功的民族整合: 一是充

分发展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二是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三是塑造民族认同②。但这种整合主
要针对的是欧洲内部不同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当然，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整合不是没有产
生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泰罗尼亚问题
等，都是这种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不充分的产物，至今对这些国家来说仍然是政治上的沉重包

袱。
然而，今天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移民不再是来自欧洲或西方世界的内部，他们的主体不再是

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群体。面对这样的人口结构巨变，西方世界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应对的战略呢?
分析可能的战略，首先需要分析它们的约束条件。西方国家面临着两种主要的约束条件: 一种是
结构性的，一种是制度性的。
两个主要的结构性约束条件是全球化与人口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加速的全球化几乎不可逆转，全球贸易、投资与人口流动等指标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可
预见的将来，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仅会继续维持，而且可能还会继续深化。从人口结构来看，西
方国家目前人口结构的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已经大幅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移民作为一个全
球现象，其驱动力尚未衰竭，而西方社会内部白人族裔生育率的显著降低和少数族裔拥有相对更

高的生育率，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西方国家还面临着几种主要的制度性约束条件。首先是西方国家是自由民主政体。这意味

着合法移民不仅跟其他公民拥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而且他们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参与

和政治竞争，亦可借助政治动员、政治抗争等手段发挥更大影响力。其次是欧美社会基本都实行
福利国家政策。这既是它们吸引移民迁入的直接诱因之一，也导致了移民会增加社会福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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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a Lee，“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d a Gatekeeping Nation: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 and Policy”，in Ｒeed Ueda，e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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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欧美国家民主运作以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为主要平台，而移民既有可能成为重要政治议

题，又可能成为重构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国民主党在移民议题上通常立场温和，原因
在于获得投票权的移民往往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一般而言，今天西方国家可能的战略选择，不得不考虑上述诸种约束性条件。但不能排除一

种可能性，即成功的战略选择或正确的解决方案需要突破上述诸种约束性条件的限制。这里的
问题更为复杂。
基于上述分析，目前西方国家在外部政策上，很可能会从人口流动的过度全球化转向更民族

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包括英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已经发生这种政策调整或转向。具
体而言，可能的政策选项包括保卫边境、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强化移民归化。“保卫我们的边境”，
正是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口号，他强调的是强化物理边境管理与法律边境管理。英国则强调，
要强化边境管理问题上的国家主权。在收紧移民政策上，西方国家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数
量，提高移民条件，控制特定国家、地区或宗教的移民入境，反思与检讨公民入籍政策等。此外，
强化移民归化也可能是重要的政策选项，包括在移民过程中对归化入籍政策与流程的重新评估，

提高归化入籍的条件，等等。
西方国家在内部政策上，很可能会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强调基督教传统的、更

保守主义的、更民族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里面临着一个“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上文
曾提及，塞缪尔·亨廷顿 2004 年就断言，如果不能捍卫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主导
地位，美国将可能衰落或瓦解。具体来说，这种政策的可能做法包括: 捍卫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
捍卫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这两大西方主要文化传统，捍卫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基本观
念; 加强政治同化政策，在制度与政策上强调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同化，反对无限制的文化多元主

义和道德相对主义; 抑制少数族群宗教文化的扩张，包括防止异质文化在宗教建筑、标示物展示、
学校教育、语言教育、居民聚居区等领域的渗透; 遏制极端主义，抑制反西方的、不宽容的极端主
义思想的传播，等等。
当然，上述讨论是本文根据理论逻辑对西方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的一种猜

想。这些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至少可以缓解西方国家目前的结构性困境，或者可以为它们最终
解决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挑战赢得时间和空间。当然，这些可能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能否成为西
方国家的实际决策，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形势。在某些国家，其政党体制与国内政治力量使
它们更有可能采取这样的有效对策; 在另外一些国家，其政党体制与国内政治力量未必能够使它

们采取这样的有效对策。
2017 年 10 月 7 日，欧洲网络媒体上突然出现了一篇由 13 位重量级保守主义欧洲知识分子
签署的《巴黎声明: 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这份声明强调，“我们正在失去家园”，“我们必
须保卫真欧洲”，强调欧洲文明的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主张抵制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等①。
如果分析这一文本，就会发现这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关注点，跟本文的议题是一致的; 他们主张的

策略选择，跟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其实，笔者 2017 年 5 月的一场演讲中已明确提到“西方如
何保卫西方”的问题，这个关键的议题几个月之后出现在《巴黎声明》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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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 下篇) ，链接: http: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_forward_1698752，2017 年 12 月 24 日。



由此，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主流中右政党会更趋向于保守化，或者为什么它们会

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议题上选择“向右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出现右翼或极
右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一个合乎逻辑的担忧是，对今日西方国家来说，如果温和右翼政治力
量不能克服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带来的难题，那么就不能排除极右翼力量会在部分西方国家继

续崛起。
面对这样的结构性困境，不少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似乎难以采取有效行动，其主要原因是这

些政党被既有的政治立场与选票阵营束缚住了。因为一旦它脱离原有的政治立场或“向右转”，
就容易失去原先主流选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传统主流政党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政
策上能够快速转向右翼政策的国家———美国和英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选举制度是
简单多数决定制的，它们的政党体制是两党主导的; 相反，越是带有比例代表制色彩的国家、越是
多党制的国家，其主流政党越容易受到原先选民阵营和政治立场的束缚。因此，当传统中右主流
政党无法继续右转时，这样的国家就容易有新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崛起。这就解释了法国和德
国最近几年政党政治的重构。
实际上，最近几年主要西方国家右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佐证了这种内外政策上的转向。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人，在政治纲领上更强调美国优先、保卫边境、限制部分伊斯
兰国家移民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 Theresa May) 作为英国保守党人，支持推进脱欧，而脱欧
意味着恢复英国对边界和移民政策的实质性控制权。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则明确
反对移民，她富有煽动性地声明，移民不过是对法国人口的“有组织的替代”。她同样反对欧盟，
主张从欧盟手中夺回法国的边境控制权。新崛起的德国选择党把移民和难民都视为“入侵者”，
该党呼吁整个德国应该反对“外国人的入侵”。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则主张，要尽快终结欧洲
的伊斯兰化进程。所有这些欧美重要政治家或重要政党的主张，都跟本文对西方国家结构性困
境的分析是吻合的。

五、结论:西方政治可能的前景

从美国到欧洲，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国内社会政治分歧增加、右翼或极右
翼政治力量崛起以及传统政党体制遭到冲击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巨变和族群宗教多

样性的上升。对于部分异质性程度很高、不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秩序的移民群体而言，西
方自由民主政体能否有效地包容这种多样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大规模移民进入以
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移民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原
本存在于接收国与移民之间隐含的政治契约，在现实政治中对新移民群体并无约束力可言。那
么，对如今的西方国家来说，在诸多约束性条件之下，它们能否以有效的内外政策来应对这种政

治新现实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总体上，目前西方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向右转”的战略来应对这种结构性困境。在外部政策

上，西方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过度的全球化转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
在内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族群宗教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民族主义
和保守主义的立场。当然，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能够采用这样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则取决于很
多实际的政治条件。
鉴于以上分析，考虑到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困境，西方

世界的政治究竟会展现一种怎样的前景呢? 有人相对乐观，有人则相对悲观。从较为乐观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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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看，过去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揭示，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模式展示出了包容变化的能力和相当

大的制度弹性。在各种可能的冲击之下，西方政治通常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过程，通过结构
性调整来为应对这种内部挑战或外部冲击提供解决方案。如果借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
比( Arnold Toynbee) 的视角，即用挑战与应战的关系来解读一种文明模式可能的变迁与进化，那
么，这就可能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过程①。
但问题在于，如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特别是国内社会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

高，是否已经突破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所能包容的限度? 换句话说，如果应对族群宗教多

样性带来的挑战，其政治解决方案需要突破目前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那么这种政体模

式就不得不作出某种实质性的调整，甚至不排除会损伤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必须承认，这
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公允地说，面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兴起的挑战，西方民主政体的前景
究竟会怎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就国别而

言，西方政治版图上那些移民比例相对较低、移民的族群宗教背景跟原先主导族群差异性较低、
移民的政治同化较为成功的国家，未来就更容易应对这方面的问题，由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政

治分歧和政治冲突也更为可控，它们大致上能够更成功地应对族群宗教多样主义带来的挑战。
但如果是相反的情形，由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就更难以控制，这些国家就

更容易陷入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困境。
在可预见的将来，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因为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挑战的能力不同，而产

生新的政治分化。有的国家会走向新生，而有的国家则面临着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对于
每一个西方主要国家来说，究竟会面临一种怎样的政治命运，恐怕只有时间才能作出最终的

回答。

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市，200433)
( 责任编辑: 林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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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stability but also the views on political achievement in terms of party building and the non-
feasance of officials.

Key word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local officials; rational actors

A New Ｒeality of Western Politics: Ethnic-Ｒeligious Pluralism as a Challenge to Western Liber-
al Democracies Bao Gangsheng( 103)…………………………………………………………
Abstract: In Western countries，there have been increasing political cleavages among their voters，

the rise of right-wing or far-right political forces and the decreasing stability of their party system in the
recent several years. This new political reality in the Western is driven b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ir
population and the rise of ethnic-religious pluralism. The increasing demographic diversity is more like-
ly to lead to more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potential political conflicts within Western countries. In fact，
there is an asymmetrical political structure between ethnic-religious pluralism and liberal democratic
systems. Paradoxically，the principle of liberty and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pluralism，but cultural pluralism might undermine Western liberal de-
mocracies unless a great number of minority ethnic citizens or immigrant citizens could form their na-
tional identity and support the existing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Western coun-
tries where they moved i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estern countries will probably shift to more conser-
vative，nationalistic and realist positions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of immigration，border，
ethnicity and religion issu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ethnic-religious pluralism effectively.

Key words: Ethnic group; Ｒeligion; Cultural Pluralism; Democracy; A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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